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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和同伴效应视角下农户农业绿色技术
采用研究综述*

刘瑞峰，王 剑，李佳恒，梁 飞，马恒运※

（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郑州 450046）

摘 要 ［目的］农业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有助于促进农业集约经营、实现农业生态良性循环、推动农

业由“量”到“质”转变。文章旨在对社会网络、同伴效应与农户技术采用之间关系进行系统阐述与分析，

发现现有研究不足，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总结归纳法，以社会网络、同伴效应

与农户技术采用之间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主线，从农业技术采用、社会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用、个体行为

与同伴效应识别、同伴效应形成机制四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概括和评价。［结果］目前政府和学界

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用行为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大多强调农户自身特征或决策对绿色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网络，以及同伴效应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用所起的作用。［结论］未来应深化社会网

络、同伴效应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机制的定量及动态研究；应进一步探索社会网络和同伴效应的“中国

特色”；应丰富和改进研究方法和实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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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农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1,2]。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方面进行了积

极探索①，然而，资源消耗型的农业粗放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趋势尚未有

效遏制，农产品阶段性供过于求与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并存，农业支撑保障制度体系仍旧相对薄弱。

农业“绿色发展”是推动农业系统可持续发展、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重要议题，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供给业已成为农业政策领域的核心目标之一[3-5]。因

此，2014年以来，一系列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文件紧密出台②，若单以文件出台作为衡量指标，中国农业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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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农户绿色技术采用的同群效应与政策优化机制研究”（21YJA790039）；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农户同伴效应视角下河南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研究”（2021BJJ046）；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同群效应对农户绿色

技术采用和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及政策优化研究”（21A790011）
①例如，2008年中国政府启动绿色农业高产高效创建项目，为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不断提

升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已集成组装了五大区域、五大作物的 40套技术模式。2016年全国化肥使用量首

次接近零增长，农药使用量继续减少，节水农业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农业农村部，2017）
②2014年出台《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出台与发布《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到 2020年化肥使用

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到 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2016年开始实施农业标准制

修订 5年行动计划；2017年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2018年发布《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

转型升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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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然完成[6]。然而，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与实施[7]，重视农业绿色技术的

推广，积极提倡和鼓励农户采纳农业绿色技术，是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农户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最重要的微观主体[8]，探讨其绿色技术采用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当引入新农

业绿色技术时，通常不会立即被采用[9]，广大农户似乎遵循一个复杂的模式：“逐渐采用，或放弃采用，

或不采用”[10,11]。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农户对农业绿色技术的采用？围绕该问题，政府和学界均予以

了重点关注，并开展了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用行为的大量研究。然而，目前多数研究假设农户绿色技术采

用只与其自身特征或自身决策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网络，以及同伴效应对农户绿色技术采用

所起的作用[12-15]。诸多领域检验了不同社会网络中同伴效应与个体行为关系[16-19]，结果发现同伴效应是影

响个体行为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那么，如何识别社会网络中的同伴效应，则是理解个体如何做出决策

的关键[20-22]。然而，目前对于社会网络、同伴效应与农户技术采用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不足。如果能够发

现社会网络中的同伴效应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方向和作用程度，那么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同伴影响机制，

更有效地引导公共政策制定及其实施效果。因此，在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背景下，探究社会网络、同伴效

应与农户绿色技术采用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章将从农业技术采用、社会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用、个体行为与同伴效应识别、同伴效应形成机制

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文献梳理、概括和评价。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个方面具有内在联系性和逻辑性，

主要体现在：第一，甄别农户有效社会网络，是发现与研究农户绿色技术采用同伴效应的重要前提与关

键。第二，个体行为与同伴效应识别能够清晰理解两者之间关系。第三，同伴效应形成机制应能反映引

发个体行为受同伴影响的具体逻辑，也为同伴效应识别及其政策干预提供新发现和新视角。因此，该文

认为从以上四个方面总结和评价已有研究，既有助于较为全面把握已有研究所取得成果，也有助于揭示

已有研究所存在不足及改进方向。

1 农业技术采用研究

1.1　国外农业技术采用研究　

（1）从研究视角看，经历了以下 3个转变：①从技术采用行为转向采用结果。技术采用结果能够更加

客观地反映出采用一系列农业技术之后产生的影响。有鉴于此，学者们转向于以结果为导向，研究农户

农业技术采用财政激励措施制定与实施。De[23]认为，政府应以结果为导向来制定农户采用农业环保技术财

政激励措施，即对于取得预期生态效益的农户加大奖补力度，而对于没有取得预期生态效益农户少奖补，

甚至不奖补。Osterburg & Techen[24]论证了以结果为导向的财政激励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户采取农业环保技

术积极性，削减农业面源氮排放。②从技术采用静态分析转向动态研究。近年来，相较于对某一个阶段

农户技术采用行为进行研究，国外学者更倾向于基于长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农业技术采

用行为。新型农业技术采用行为本质上是一个持续学习过程，长时间的社会学习，特别是邻里间日常的

信息沟通对农户采用新型农业技术具有积极作用[25]。Fan和Pardy[26]研究了1965—1995年中国农业投入产出

数据，发现相较于制度变迁和市场改革，科研投入增大是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最主要原因。Bunclark等[27]动

态研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干旱地区农户采用农业灌溉技术行为过程。③从确定性转向不确定性研究。农

户在采用新技术时往往面临未来收益不确定性[28]，很多学者倾向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

为。Koundouri等[29]考虑了气候条件随机性和未来收益不确定性对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行为影响。结果

发现，农户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投入成本时，才会采用节水灌溉技术。Barham等[30]认为，转基因技术可

以增强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抵御病虫害风险能力，提高粮食产量和种粮效益，减少或者降低农业生产过

程不确定性。

（2）从研究内容看，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农户技术采用

行为产生效果和农业技术推广。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影响农户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因素。①农户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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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大量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农户个人特征，均会影响农户农业技术采用行为[31,32]。

②家庭基本特征。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农业收入占比、劳动力人数、耕地规模等因素，也会对农户农业

技术采用产生影响[33]。③农户风险厌恶或偏好。Simtowe[34]对马拉维农户杂交玉米技术采纳行为、Brick & 
Visser[35]对南非小规模自给自足农户新品种技术采纳行为研究，均发现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对农户技术采用

有抑制作用。④其他因素。大量研究发现，经济激励、政策支持、社会网络、土地产权、农技培训等也

是农户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27, 36]。农户农业技术采用行为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环境和经济两个方

面。Carrion等[37]研究发现，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可以减少马铃薯种植过程中化学农药使用，减少土壤

中农药残留量，具有良好的环境效果优势。Rodriguez[38]认为，实地养分管理技术可以科学合理地决定水稻

追施氮肥的时间和数量，提高水稻产量和施肥效益，具有经济效果好的优势。农业技术推广是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而农业技术培训是农业技术推广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39]。Ali & Sharif[40]

认为，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参与式农技推广方式，其设立有利于调动农户参加培训积

极性，激发农户内在学习动力。乡村意见领袖往往是乡村信息收集和扩散的转接点，也是农业技术传播

中关键人，其发现和运用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技术传播效率[13, 41]。

（3）从研究方法看，国外学者已经运用多种分析工具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例如，Brocke等[42]运用

参与式评估法（PRA），分析了农户高粱高产栽培技术采用积极性低的原因。Mohapatra[32]利用结构方程模

型（SEM）对农户采用甘蔗种植技术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Liu 等[43]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评价了猕猴桃绿色种植技术对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利用样本内匹配法[9,16,25,44]、随

机控制实验[45]等方法识别社会网络，然后利用Probit模型或OLS模型，研究了农户对于农业新技术或项目

的采用行为。

1.2　国内农业技术采用研究　

（1）从研究视角看，已有研究大多利用横截面数据，针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结果及影响因素进行

静态分析。有学者发现，华北平原农户普遍存在化肥施用过量倾向[46]，而化肥价格、家庭非农收入、是否

施用有机肥、是否接受过技术培训、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因素，均会对农户粮食作物化肥施用量产生影

响[47]。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理论上可以减少化肥施用量。然而，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推广措施并未促使农户减少化肥施用量。其原因在于，现行推广措施仅能促进农户采用配方肥，

但未能促使农户进行科学施肥[48]。少数学者以良种栽培、病虫害防治、产后加工等技术为例，比较研究了

农户对不同属性技术采用行为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技术属性的差异能够显著影响农户对农业新技术

采用，不同技术具有的收益水平、技术风险以及对资源依赖程度差异，是导致农户技术采用决策差异主

要原因[49]。为追求高收益和低风险，与劳动节约型技术相比，农户更偏好于即时见效的高产型技术[50]。户

主自身特征、家庭经济因素、资源禀赋以及地区环境等是影响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行为差异的重要因

素[50-52]。少数研究对某一区域技术采用和扩散状况进行了长时间的动态观察。例如，朱月季[53]基于 2001—
2014年武汉市蔡甸区金鸡村农户藜蒿种植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户社会网络特征与创新技术采纳、创新技

术扩散的关系。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结构对农业技术创新在农户群体中的传播与采纳存在显著影响。

（2）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农户农业技术需求。农户对技术的需求行为随着其生

产与经营行为的改变而变化，主要体现由原来对高产技术需求转变为对优质技术需求，由节约资金型技

术需求转变为节约劳动型技术需求[54]。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扩散机制，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供求矛盾突

出[55]。农业技术服务可以将农业技术供给与需求有效衔接起来，其基本功能是减少技术研发和应用之间的

时滞，提高农户农业技术采用率[56]。②农业技术采用驱动因素。已有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

了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是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技术支撑[57,58]。农业社会化服务能缓解单个农户技

术采用所面临的高风险、高成本以及技术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农户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与采用农业技

术具有正相关性[59]。农户作为农业技术革新推动者，其知识或经验也直接影响农业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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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60]。③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影响因素。对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意愿与行为的研究表明，技术采用

意愿对采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61]，而农业技术的选择，受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口效应和收入效应

的约束[62]。与国外相关研究结论相似，农户个人禀赋、家庭特征、农户风险偏好与风险感知、农户技术认

知程度、其他因素（例如，经济激励、政策支持、社会网络、土地产权、农技培训等），均是影响农户农

业技术采用的重要因素[63-69]。

（3）从研究方法看，国内学者逐渐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早期学者们偏向于抽象和概括农业技

术采用内在规律。周衍平和陈会英[70]基于农业踏板原理，发现农户是否迅速、有效地采用新技术，取决于

农民接受能力、采用新技术预期增产效果和预期风险等多种因素。吴江等[71]指出，依靠科技进步增加农民

收入前提是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关键是培育和形成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内在需求机制，枢纽是运用市场机

制发展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定量研究方面，有学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了内部信念对农户采

纳循环农业技术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知觉易用性和知觉有用性是驱动农户采纳循环农业技术的

关键心理因素[72]。另有学者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不同偏好类型农户选择秸秆还田策略的约束条

件。研究发现，相较于焚烧意愿强的自利型偏好农户，社会型偏好农户的还田意愿更强[73]。

2 社会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用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探索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农民对农业技术的学习和采用。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由

于农户对农业技术信息获取渠道有限，农户容易处于不完全信息环境中[31]。特别是在农业技术推广初期，

农户普遍缺乏对农业技术相关信息或属性的了解和认知，将会抑制其对农业技术的态度和采用[74]。社会网

络的信息渠道和学习功能在农户技术采用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13, 75]。农户通过内部关系网络进行有关新农

业技术采用的交流和学习[76,77]，能够加速新技术信息在农户间的传播速度[78-80]，改善农户对技术的认知和

知识水平[13, 81]，从而减少技术采用的不确定性[30]，提升技术采用效果[14, 82,83]。随之，一些学者试图将社会学

习、社会网络与农业生产率、自然资源等联系起来，研究了社会网络对改善农业和自然资源的作用或影

响[84-86]，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学习所起作用[87,88]。

社会网络是个体成员（节点）及其拥有的信息、金钱、物品和服务关联所构成的一个系统[9]。无数的

关联将人和其所在的社会连接起来[89]。识别和甄选这些关联，并且度量它们对于技术采用的作用是一个重

要课题[45, 90,91]。一些学者采用农户与成员之间交流频率[79,80, 83]、互动亲友数量与范围[76, 92,93]等指标作为农户社

会网络代理变量。Cai[45]将社会网络度量分为社会网络强度量（Strong Measure）、社会网络一般度量（Gen⁃
eral Measure）和社会网络弱度量（Weak Measure）。进一步构建了 3个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社会网络出度

（Out-degree） 或路径长度 （Path Length）、社会网络入度 （In-degree） 和社会网络特征向量中心性 （Ei⁃
genvector Centrality），作为衡量特定农户在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性。类似地，朱月季[53]实证分析了农户在社

会网络中的节点度、中介中心度、紧密中心度、特征向量中心度对其创新采纳时点的影响。耿宇宁[94]将社

会网络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社会网络①。由于农户与家人、亲友和邻里之间有很强的社会联系，更有可能

交换信息和学习[95]。因此，相较于异质性社会网络，同质性社会网络可能更会有效促进农户对农业技术采

用。Ramirez[96]指出农户主要通过亲友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农业灌溉技术信息。但张雷[97]认为，农户主要借助

自身经验积累和亲友社会网络，而较少利用农技推广人员渠道来获取农业技术信息。同一社会网络类型

对不同农业技术或项目采用影响存在差异。Kremer & Miguel[98]对于驱虫药使用以及Banerjee等[91]对参与小

额信贷项目的研究发现，从朋友那里获取技术或产品信息是最重要渠道。此外，社会网络效应存在农户

异质性。Bandiera & Rasul[95]研究发现，掌握丰富农业技术信息农户对网络中同伴农户农业技术采用的选择

不太敏感。Maertens[13]研究表明，农户倾向于从特定“先行”（Progressive）农户群体中学习，而不是社会

①同质性社会网络指主要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农户与其家人、亲友和邻里等熟人关系网络。异质性社会网络指农户

与合作社、企业、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和人员之间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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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中的“普通”（Regular）邻居。但是，处在社会网络中的农户可能存在搭便车行为，当农户得知有更

多“先行”农户采用了农业技术时，他们则会推迟采用该项技术，进而会产生负社会网络效应[95, 98]。

甄选出农户社会学习的有效社会网络①并非易事。一种常见的技术是受访者驱动的“滚雪球采样”

（即受试者从他们的熟人中招募更多的受访者）。当人们对网络本身的属性感兴趣时，滚雪球采样是奏效

的，但是该方法会导致取样有失代表性，因此不适合常规推理[9]。另一种常见方法是使用“样本内网络”

方法，询问每个农户与样本中每个其他人的链接。然而，这种技术人为地截断了网络，并可能导致在存

在结构化网络的情况下对行为的偏差估计，因为不可观测的因素既会影响链接概率，也会独立地影响感

兴趣的行为[44, 104]。最后一种抽样技术是“样本内随机匹配”（Random Matching Within Sample），即每个农

户与从样本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个体（通常是 5~10个）进行匹配，对于每一次匹配，都会引出农户和

匹配个体之间的详细信息[88, 105]。虽然该方法优点是可以在现有样本中以一种高效方式集成，并且可以在后

续回归分析中使用预测的链接作为生成的回归量，但在存在某些网络结构时需要警惕。如果样本遗漏了

一个关键网络节点，即某个农户与其他农户相比有很多链接，那么所产生的遗漏变量偏差可能会相

当大[9]。

3 个体行为与同伴效应识别

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都尝试回答“个体是如何受到同伴决策的影响?”。同伴效应

（Peer Effects）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到价格、收入等个体自身经济利益的激励影响，

同时也会受到他周围的与他相同地位的其他人影响。识别社会网络中的同伴效应对于理解个体如何做出

决策至关重要[91, 106]。研究表明，个体从特定行动中获得的效用或收益，直接取决于同群组中其他成员的选

择[42]。同侪群体可以作为重要的信息传播网络，或者在改变社会规范方面具有影响力，特别是在信息稀缺

和感知处于形成阶段的环境中[102]。同伴成员之间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加强或抵消由于“项目参数”

（Program's Parameters）对其采用造成的直接影响，导致长期均衡项目（或技术）的“接受率”（Take-up 
Rate）要大大低于或高于原本预期[103]。因此，同伴效应被认为是影响个体行为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个体

行为受同伴影响在诸多领域均有涉及：例如股票市场参与[20, 107]、投资（金融）决策[102, 108]、借贷行为[92, 109]、

家庭消费[22]、产品与服务购买[110]、保险计划选择[45]、生产技术采用[13, 19, 98]、风险行为[111,112]、劳动力市

场[13, 103, 113]、教育问题[99, 114]、健康行为[98, 115,116]、青少年抽烟、酗酒、药物使用[100, 117]、犯罪行为[118,119]、政治动

员[120,121]等。同伴效应在多领域、多情境中的存在，也说明了个体受同伴决策影响在不同社会网络中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

如何有效识别同伴效应是探究其对个体行为影响及机制形成关键。然而，鉴于众所周知的反射问题

（Reflection Problem）、相关不可观察性 （Correlated Unobservable） 和内生群组成员关系 （Endogenous 
Group Membership）存在[122]，给同伴效应识别与估计带来了极大挑战。同样难以确定的是，个体选择行为

中容易掺杂社会因素[102]。亦即，识别估计会被趋同性（Homophily）、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s）和同

时性（Simultaneity）等因素混淆②。除了这些识别问题之外，通常很难定义适当的同群组以及获取将组内

成员链接在一起的数据[103]。一些学者通过控制尽可能多的群组特征或使用工具变量来解决以上问

题[95, 123,124]，但即使控制了潜在趋同性（未观察到的同伴间偏好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等不可观察因素，

识别和估计同伴效应仍有困难[125]。一些学者意识到上述估计存在的偏差，便通过同伴成员外生分配，进

而识别和估计同伴效应[45, 126-128]。作为观测数据的替代，随机分配的社会网络研究实验，可以提供更稳健的

①在实证研究中，同群组（参照组）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研究者外生给定行为人的参照组，例如农户所处的村庄[21, 92]，学生所处的

班级[99,100]等。二是真实社会网络，例如亲友网络[85, 101]、社交网络等[95, 102-103]

②趋同性指个人倾向于选择具有相似品味和偏好的同伴或朋友，因此同伴之间的偏好是相关的。混淆效应指有联系的个体受到相同外

部刺激的倾向。同时性指相互关联的个体相互影响并且几乎在同一时间表现相似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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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用于识别网络中的因果同伴效应，并有益于区分影响因素与混淆因素[115, 121, 129]。但是，实验方法的

有效性严重依赖于研究实验的设计和有效实施，其难点在于实验对象的随机性[130]。Lee[131]和Bramoullé[132]利

用空间自回归模型，用以解决同伴效应识别问题。学者们提出，通过工具变量法和结构方程组能够解决

空间计量模型的权重矩阵内生性问题[133,134]。并且，结构方程法可用于解决社会网络的自选择问题[129, 135]。

空间面板模型还能够体现社会网络和同伴效应动态性[136]。总体看，空间计量经济学和社会网络的有机结

合，有效避免了均值模型的映射问题，其权重矩阵的灵活设置还体现了社会网络特征，更贴近现实[137]。

然而，相较于传统线性均值模型，空间网络计量模型需要拥有包含社会网络信息的数据，而这种数据非

常稀缺，难以获取。

4 同伴效应引发与形成机制

同伴效应机制的引发来源是什么？Manski[138]认为，同伴效应的主要来源是偏好互动（Preference Inter⁃
actions），个人偏好取决于他人的行为。偏好之间的互动可能来自“日常想法”，比如嫉妒（Envy）或从众

（Conformity）。换句话说，在信息完备的环境中，同伴效应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个体关心他人的结果（嫉

妒）或个体关心他人的选择（从众） [111]。Gächter等[139]和 Goeree & Yariv[140]分别在礼物交换游戏和社会学习

环境中，检验了同伴效应的两个驱动渠道或方式：分配社会偏好（Distributional Social Preferences）和社

会规范 （Social Norms）。Gächter 等[139]发现同伴效应可以通过分配社会偏好来解释。然而，Goeree & 
Yariv[140]发现从众行为无法由分配社会偏好解释，但却与从众偏好一致。Lahno & Serra-Garcia[111]研究发现，

在一个风险和非战略环境中，同伴效应可以通过相对收益关注和从众偏好解释。

从广义上讲，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群组中同伴行为能够影响个体选择[102]。第一，个体可能会

推断其他人购买的产品具有更高质量，这称为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第二，个体拥有产品的效用，

可能直接取决于其他人对于该产品的拥有情况，这称为社会效用（Social Utility）。一些研究检验了社会学

习的存在。例如，Zhou 等[141]关于中国农户农药使用行为、Kremer 和 Miguel[98]关于在肯尼亚采用驱虫丸、

Banerjee等[91]关于参与印度农村小额信贷项目决定、Dahl等[103]关于在挪威参加带薪陪产假项目、Cai等[45]关

于中国农村天气保险采用、李博伟和徐翔[14]关于中国淡水养殖户微生物调水技术采纳、王格玲和陆迁[83]与

乔丹等[15]关于中国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等。另一些研究发现了社会效用也很重要。例如，Liu等[142]关于

美国青少年参与教育与体育活动、Beanman等[82]关于马拉维采用“坑植”技术、Maertens等[13]关于印度采

用抗虫棉花种（Bt）采用、Karen[128]关于美国中学生参与大学申请协助计划项目等。

另外，还有学者发现群组认同也是引发同伴效应的一个原因。群组认同被定义为“源于对社会群体

归属感的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143]。不同层次群体认同的引入，使得理解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对其有

共同身份（Common Identity）的人表现出不同行为。大量研究表明，当人们与同群成员互动或交流时，他

们倾向于表现得更亲和，但对属于不同群组个体却变得“不那么慷慨、信任与合作”[144-146]。同时，一些

研究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同伴都很重要，有些同伴比其他人更重要[101,147-149]。对群组归属感可能是该发

现的一种可能解释：个体可能只受自我认知归属群组的影响，他们认为关系紧密的同伴可能比其他同伴

更重要[98]。Afridi等[150]研究表明，与具有社会联系（例如，相同姓氏和亲友关系）的同事合作，能显著提

高团队协作能力和产出，但不能提高个人生产率。Gioia[112]识别了风险行为采用中的同伴效应。研究发现，

同伴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而在群体任务中个人经验对感知群体身份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

同伴效应，会随着风险诱导任务的进一步重复而减弱。

5 结论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围绕社会网络、同伴效应与农户技术采用等议题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理

论与方法均为该文提供了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较为

124



第 2 期 刘瑞峰等：社会网络和同伴效应视角下农户农业绿色技术采用研究综述

完善，视角不断创新，内容逐步丰富，方法持续改进。国外学者对在同伴效应识别研究较为超前，说明

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学习和技术采用的影响路径，并例举了识别同伴效应的常见技术。国内外学者对于社

会网络、同伴效应与农户技术采用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仍显不足，大多将农户自身特征或自身决策

归结为影响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网络，以及同伴效应对农户技术

采用所起的作用。为推动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用行为深入研究，该文认为未来研究可重点在以下方面争取

获得新进展。

（1）研究视角上，有待进一步探究对社会网络、同伴效应与农户农业技术采用三者之间关系的综合

研究。已有研究注意并识别了在多种行为或项目计划选择中，社会网络或者同伴效应对个体行为决策的

重要影响。但是，目前还缺少对于社会网络、同伴效应与农户农业技术采用三者之间关系梳理、论证与

综合研究。个体有效的社会网络如何甄别、同伴成员对个体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效应、同伴效应机制的

引发来源是什么等议题，有待学者开展研究。

（2）研究内容上，有待深入考察对社会网络和同伴效应的“中国特征”研究。已有文献对社会网络

和同伴效应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研究对象不断得以延伸。然而，国内对同伴效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同伴效应理论和形成机制的刻画仍然不足，对中国特色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农户社会网络和同伴效应

问题独特性与复杂性的考虑仍然不够。此外，已有文献较为缺乏对农户农业绿色技术采用同伴效应的动

态性探讨。一方面针对农户农业绿色技术采用同伴效应研究文献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在数量较少的农

户农业绿色技术采用同伴效应文献中，更缺乏对同伴效应的动态性探讨。因此，未来应注重基于中国小

农经济特点，以动态视角对农户农业绿色技术采用同伴效应开展研究。

（3）研究方法上，有待丰富与改进实证研究方法与实验技术。学者们在现有文献中提出不同假设下、

适用不同研究对象的模型与方法，在模型采用、识别条件、潜在内生性问题，以及对应解决方案等方面

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特别是针对农户农业绿色技术采用，在随机实地实验设计与实施、计量模型构

建、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运用等方面，目前仍有丰富与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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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green technology are helpful to promote the intensive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e, realize the benign cycle of agricultural ecology,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peer effects, and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find the deficiencie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put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research. Taking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 peer effects and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as the main line, this study used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summary induction method to sort out, summarize and evaluat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om four 
aspect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social network and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peer effects identification, and peer effects formation mechanism. At present,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had 
carried out many studies on farmers' green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However, most of them emphasized the 
influence of farmers' own characteristics or decision-making on green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ignoring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and peer effects on farmers' green technology adoption behavior to a large extent. In the 
future, quantitative and dynamic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networks and peer effects on 
farmers' technology adoption should be deepened,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networks and peer effects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research methods and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should be enriched and improved.
Keywords farmers' green technology adoption； social networks； peer effects；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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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增设与维护教育教学基础建设外，将乡土文化

作为切入点，从文化视角挖掘汇总艺术教育资源，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认同感，进而提升学生的审美

力，应该是当前推进乡村艺术教育的重要方向之

一。不论是朴实飘逸的乡村空间形态中蕴含的

“天人合一”的环境观，还是“材美、工巧、器

韵、时宜”的乡土材料；不论是山清水秀、色彩

明艳的田园风光，还是邻里守望相依、向善向美

的乡土人情，无不是乡村艺术教育“固本、强基、

铸魂”的鲜活助力。不可忽视的是，在阐发农耕

文明历史积淀为艺术教育注入巨大文化资本的同

时，乡土文化也获得了更为丰厚的发展土壤及与

现代科技有机融合的可能性，乡土文化的创新性

转化迎来了更为良好的发展态势。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根脉，是乡

村生机勃勃的创造性源泉，将乡土文化与乡村社

会发展关联起来进行透视，为乡村艺术启蒙教育

提供更多有益有效的教育资源。同时，推动艺术

教育反哺乡村文化建设，使乡村社会发展更充实，

是时代向艺术教育提出的挑战，也是时代赋予乡

土文化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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